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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存的中国史料典籍中，上至传说时期的尧舜禹时期下至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的文字记载颇为丰富。归纳总结，主要有：虞官设置、时禁制度、渔业税、渔具渔法、鱼类尺寸等方面的管理规定。中国古人在渔业管理实践中所蕴含的管理智慧，尤其是生态智慧，时至今日都有极强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现代渔业危机，甚至其他环境问题的解决，亦需要从先人实践经验中寻求支持帮助。可以从转变立法理念、严格遵循生态规律、保障人类本能环境利用行为，限制超越极限的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等方面对现代渔业管理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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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China fisher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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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ishing is the earliest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human histo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in fishery field.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Before far-farming civilization, it has it appeared,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lengthy development process.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ical documents, literature is quite abundant about fisher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Summarized, including: set YU mechanisms, closed seasons, fisheries tax, fishing gear and methods, fish size management, Etc. The ancients Chinese’s management wisdom, especially ecological wisdom, today,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Solving fisheries problems need to seek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ir ancestors. We could from changing the legal philosophy, strictly following the laws of ecology, protecting environment using behavior of human instinct, limiting the behavior abou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beyond the resource limits, and other asp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modern fisheries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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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渔业资源衰退尤其是海洋渔业危机成为一个全球性渔业管理难题，我国的渔业资源现状亦不容乐观。据《2012年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统计，我国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的海洋生态系统分别占71%和10%，主要河口及海湾的鱼卵及籽鱼密度均偏低，近海渔业几近崩溃[1]。针对此严峻形势，2013年3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号），树立了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渔业生产指导方针，提出建设水域生态文明的目标诉求。在现代渔业建设的治理策略上，古人在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和管理制度，尤其这些措施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念和生态智慧，值得借鉴。基于此种思路，本文以史籍中的渔业管理措施为研究对象，探究古法背后蕴藉的思想价值，以期为化解当今的渔业资源危机，提供有益的思想参考。

1 中国古代渔业管理实践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涉及渔业管理的文献史料浩如烟海，上至三皇五帝时期相关的文字传说下至封建社会各时期，关于渔业管理机构的设置、渔具渔法、渔业经济的调节等手段措施均有所涉略。本文对典籍中和渔业管理相关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总结出我国古代主要渔业管理措施如下：

1.1 设置专门的渔业管理机构

早在中国上古的舜帝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管理渔业的官方机构，《史记·五帝本纪》载“益主虞，山泽辟”，即舜帝时期就设置了“虞”官，“益”作为当时的虞官首长专门负责山林和渔业的生产管理。西周时期则设置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渔业管理机构，有“人”、“水虞”、“泽虞”、“川衡”、“川师”、“鳖人”等不同类型的渔官类型[2]，其中“人”负责渔业政策的制定及管理贡赋，系主要的宏观管理部门；“水虞”负责政令的执行，统筹安排渔业生产，“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置罜䍡，设阱鄂。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国语·鲁语上》）；“泽虞”负责管理国家重要湖泊的渔业生产，“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馀于万民”（《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川衡”负责巡视政令的执行情况，“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鳖人”负责具体捕捞，“鳖人，掌取玄物，以时藉鱼、鳖、蜃。春献鳖、蜃”（《周礼·天官·鳖人》）。《大戴礼记·夏小正》亦载：“十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设网罟者也”，除了虞官之外，梁专门负责渔具管理。

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的渔业管理亦沿袭了西周的官制，其中齐国的渔业管理最为完备。齐国接连海岱，海洋和内陆渔业资源丰富。管晏相齐之时，立“海王之国”为基本国策，采取各种管理手段，发展齐国海洋经济，谋求“渔盐之利”（《管子·海王第七十二》）。在机构设置上，内陆渔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泽之筐蒲，舟绞守之；蔽之薪蒸，虞候守之”（《管子·小匡》），大小湖泊的渔业由不同级别的虞官守之，水生植物采集则由舟绞负责管理。“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晏子春秋》），设祈望一职专职管理海洋渔业。秦汉时期，渔业管理由位列九卿的“少府”统一管理[3]。

秦汉之后的各封建王朝亦沿袭《周礼》古制，设“虞官”管理渔业生产，“虞部，盖古虞人之遗职……后魏、北齐虞曹掌地图、山川、近远园囿、田猎、杂味等，并属虞部尚书。后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泽草木鸟兽而阜蕃之……天宝十一年又改虞部为司虞……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等事”（《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唐六典·尚书工部》亦载有：“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宋代的渔业管理依然由设在工部的虞官职掌，工部总职天下“山泽、苑囿、河渠之政”，下设的虞部（郎中、员外郎）职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宋史·卷一百六十三·职官三》）。明太祖二十九年改虞部为虞衡，并扩大了其在“时禁”以及“时用”领域的权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岁下诸司采捕……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若害兽，听为陷穽获之，赏有差……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明史·职官志一》）。《大清会典则例》载有“任虞以泽事……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的规定，清沿明制，基本变化不大。

总的来说，封建各王朝的渔业管理，除了秦汉“少府”管辖之外，均由工部下设的虞官所职掌，综合负责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利用工作。

1.2 征收渔业税，发展渔业经济

   古人也十分重视经济杠杆对渔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征收渔业税赋便是古代渔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并设置了专门的征税机关。《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载有：“人掌以时渔为梁••••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人掌管和捕鱼相关的政令，按照一定的季节捕鱼，修筑鱼梁。凡所征收的渔业税，交入玉府。秦汉之时亦有渔业税赋的相关规定，据考证秦代亦专门设置机构征收渔业税,“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承秦制，在少府总体负责渔业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具体收取渔业税的水官:“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续汉书·百官志》）；另据《汉书·地理志》云：九江郡设置有“陂官”、“湖官”,南郡编县与江夏郡西陵县则设置有“云梦官”。上述水官、陂官、湖官、云梦官即是收取渔业税的各类水官[4]。汉武帝时期，还从海洋渔业生产中征收“海租”，即渔业税赋，“海租,税渔户,即今渔课”（《汉书补注》）。汉平帝时期“置少府海丞”，“海丞,主海税也”（《汉书·平帝纪》），负责征收海洋渔业税赋。元代已降，还专门设置有河伯所，负征收渔业税（《元史·食货志·农桑》）。

在具体的税赋征收上，《管子》中的记载较为详细。管仲相齐之时，对渔业生产按照“相地而衰征”的手段征收渔业税，即“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即在五谷种植之外的流水以及湖泊资源的税赋征收上，按照正常土地的五分之一计算征收。如果处于时禁之时，渔业税赋则予以免除，即“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征也”（《管子·戒》），“毋征薮泽以时禁发之”（《管子·幼官图》）。汉代王莽执政时期规定“令诸取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而以其一为贡”（《汉书·食货志》），即渔税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宋代神宗时期，曾诏令渔课的征收标准：“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宋代宁波地区的地方政令中亦有和渔业征税相关的记载，南宋嘉定六年（1214）六月六日浙江提刑程覃在呈交上级的奏章中对该时期庆元府（今宁波）的渔税征收和使用状况详细加以述及，对“所有鲜鱼蚶蛤虾等及本府所产生果悉免”，即对本地渔产免税，而对“淹盐鱼虾等及外处所贩柑橘橄榄之属收税”，比照市舶司的征收标准和方法，对外地商户的渔产征收税赋[5]。元代设置河伯所征收渔业税，《元史》载：“元有额外课。……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十六曰鱼。……渔课，江浙省钞一百四十三锭四十两四钱。”明代沿袭元制，设置河泊所征收渔业税，征税的范围涉及湖泊池潭、江河港汊，甚至浅水、高塘等各类渔业水体。在具体的税赋征收上，不同水体的征收规则也有所差别，如江西鄱阳地区，水官按照水域类型的不同，征收官湖课、潭钞课、浮办课、浅水课、高塘课五等税目[6]。

1.3 管制渔具渔法，控制捕捞强度

古人渔业管理实践中，和渔具渔法相关的文字记载亦颇为丰富。《尔雅》中载古时的渔网类型有网、九罭（百袋网）、罛（大拉网）、罾、汕（抄网）、钓、笱、罶、罩、筌、梁、潜（椮）等10余种渔具[7]。《淮南子》中亦有“钓者静之、显者舟之、罩者抑之、替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的记载，可见古代渔具渔法种类之多样。除了繁多的渔具类型之外，对于渔具以及渔法的管理也较为具体，《礼记·月令》亦载“毋竭川泽”，《吕氏春秋·义赏》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均明文规定严禁竭泽而渔。《管子·八观》则载有：“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捕捞渔业的网目尺寸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孟子·梁惠王上》载“古者网罟必用四寸之目”，“数罟（密网）不入汙池，鱼鳖不可胜食也”，说明战国时期为了保护资源，禁止使用小于四寸的密网捕捞。此外，散见于帝王诏令中，有关渔具规制的记载亦十分丰富，例如，唐咸亨四年高宗诏令：“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开元八年玄宗敕令：“诸州有广造簺沪取鱼，并宜禁断”，即禁止用竹木编成的断水捕鱼栏栅进行捕捞作业，以防竭泽而渔。除了渔具渔法的管理之外，对于捕捞鱼种以及尺寸大小，古代管理实践中亦有所要求。《文子·上仁》载：“鱼不长一尺不得取”；《孟子·梁惠王上》载“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鱼禁鲲（鱼子）鲕（小鱼）”；《淮南子·主术训》载：“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可见古时渔业生产中，捕食幼鱼以及鱼卵是被禁止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竭泽而渔。

最后，古人渔业管理的鲜明特色还体现在生产安排上所实施的“时禁”制度[8]。从上至三代的“禹之禁”，“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禹禁》）,下至规定更为详实、直接影响后世各朝的《礼记·月令》，包括渔业在内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影响深远。后世的《秦律·田律》、汉代《四时月令五十条》、《唐律疏议》、《宋大诏令集》等封建法典均沿袭古制，“以时禁发”合理安排渔业生产，有效的养护了渔业资源。鉴于学界对时禁制度研究较为深入，篇幅需要，本文不再详细展开论述。
2 古代渔业管理实践给予今人的几点启示
通过前文对中国古代渔业管理实践的文献梳理和考证，我们发现先人在资源利用领域充满了生态智慧。尽管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现代社会不具有可比性，甚至政策中夹杂着一定迷信因素，但古人在科技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前提下，就已经清楚认识到渔业资源的生长特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养护，这和今人竭泽而渔式的捕捞行径所导致的渔业危机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古语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9]，只有科学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牢牢把握自然规律，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少走弯路。通过总结古人的渔业管理实践，结合当前渔业在内的各类资源危机现状，当前我们在政策制定以及管理实践中需要重新考虑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 转变法律政策制定理念，重视渔业资源环境保护

当前我国在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各种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定上，立法理念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在对待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这对矛盾中，我国立法大都秉持“目的二元论”的指导思想，即要“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也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法》第1条），《渔业法》开篇亦是此种理念的体现，既要“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亦要求“促进渔业生产发展”（《渔业法》第1条），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二者并行不悖，无主次之分。然而在现实法律运行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环境资源的保护很难协调一致，往往是牺牲环境利益来保障经济利益，从而重蹈“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恶性循环，加大了环境资源治理的成本，这是当前我国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各类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不能真正发挥应有之效的根源所在。目的二元论的立法模式从本质上来看，仍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的产物，其忽视了环境资源自身的价值，已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理念。因此，立法理念上的转变势在必行[1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要实现自然物的经济价值（消费价值）就必须毁灭自然物；而要实现自然的“环境价值”就不能毁灭它，而是保护它。也就是说人类不改造自然就不能生存，而改造了自然又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同样也不能生存。解决这一悖论的唯一途径就是，必须把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内[11]，为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而对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进行限制，强调自然资源的生态完好性[12]，也就是在开发利用和确保资源生态完好性二者间寻求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对于这一矛盾的处理，古人的认识充满了超前的生态智慧，特别是在资源危机尚未凸显之前，就清楚认识到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二者之间的轻重关系，并采取了时禁和渔具渔法等手段将人类的索取行为有效的限制在资源极限范围内，值得今人反思和学习。

在总结前人智慧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需要以及发达国家的处理经验，笔者认为当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出现矛盾的时候，其平衡的标准是环境优先，即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资源的保护相协调，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否则，必然会步“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发展模式的后尘，付出惨痛的环境资源代价。因此，建议我国各类渔业法律政策在制定或者修改时，应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立法理念，并将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目标扩大到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上来[13]。只有在这样的立法理念指引下，才能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2.2 制度安排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化解现代渔业发展危机

除了要有正确的立法理念做指引之外，还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选择。只有建立在资源特性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才能发挥应有的管理效果，这是解决渔业管理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古人在政策制定伊始，就能牢牢遵循“循道而为”的理念，即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生产安排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如齐国贤相管仲即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有规律可循的，即“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管子·形势解》），是故执政者应当：“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管子·势》），“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只有顺道而为，政策才能取得实效， 即“用常者治，失常者乱”；“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管子·形势解》），切勿“毋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任何政策和行为都是徒劳无功，毫无益处的[14]。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在制定应对渔业危机的政策伊始也要秉承这一基本理念。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海洋渔业资源尤其是公海渔业具有可再生性、洄游性、生态整体性的资源特性，特定鱼种要维持种群的正常、健康繁衍，必须将人类的捕捞行为严控在资源最大可持续生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范围值内，才能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即要遵循环境科学中的“负载定额律”。所谓“负载定额律”即任何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大致的负载能力上限，包括一定的生物生产能力、吸收消化污染物的能力、忍受一定程度的外部冲击的能力。当向生态系统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它的自净能力时，生态系统就会被污染，进而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15]。如果人类捕捞行为超出了资源的极限，必然会导致资源衰退抑或枯竭。当前海洋渔业危机尤其是近海渔业危机的发生，究其根源就源自对渔业生态规律的违背所致。

因此，我们在制度设定的时候，必须根据渔业类型的不同，鱼种的差异，分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进行管理，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管理效果。比如在养殖渔业、淡水渔业、海洋渔业，甚至海洋渔业中还要对定居鱼种、洄游鱼种、溯河产卵鱼种加以区分，分别依照不同鱼种的生物特性进行制度安排加以管理，而不能一刀切，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制度设立的初衷，反而适得其反，使渔业危机加速恶化，这是政策制定必须慎之又慎的地方。

2.3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管理理念，区分商业渔业和生计渔业
任何应对环境资源问题的法律都离不开“人性”这一基点，所谓“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先贤管子曾以海上渔民为例证，剖析了“经济人”的自利天性，“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正是因为有了利益的驱使，才能使得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出入危险之地进行捕捞，也即我们常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因此，渔业法律的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亦必须充分尊重人之本性，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落实，发挥应有的治理效果。 

当然，法律对人性需求的保护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一般来说，人类从环境要素中获取利益的行为，即环境利用行为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能的利用行为，即人类为了基本生存而本能地利用环境要素及其产生的生态效益，另一类是开发利用行为，即行为人以谋取环境容量与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发自然资源等利用和改变环境的活动[12]。对于两种环境利用行为，法律不能有所偏失，应当首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此外，再在生态系统容许的范围内对人类的开发利用行为加以保障。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亦不例外，相关法律规制应在上述理念指引下，将满足渔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生计渔业”和规模商业采捕即“商业渔业”区分开来，重点对那些超出基本生活需求、超越环境资源容量极限的“商业捕捞”行为加以限制。只有对超越自然规律的各种人类欲求加以限制，“去奢,去甚,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才能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2.4 从“职官”的设定思考现代渔业管理的价值取向
古代设定“虞官”、“水官”等官职，通过时禁、渔具渔业法以及渔业税等多种措施对渔业进行综合管理，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化利用。当今应对渔业资源危机，则更需加强公权力主导下综合治理模式。这依然是由资源特性所决定的，即只有符合资源特性的管理模式，才能发挥应有的治理效果。渔业资源自身具有以下特性：第一，从资源生物特性角度来看，具有可再生性、洄游性、生态整体性的特点；第二，从人类生产利用的角度来看，渔业资源特别是海洋渔业资源（排除养殖渔业）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类型主要有滩涂渔业、近岸渔业、公海渔业等，上述类型渔业的公物特性的强弱呈依次递进态势。渔业资源自身所具有的上述生物和经济特性，决定了渔业生产离不开公权力的监管，特别是公物属性明显的公海渔业等，尤其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这是因为在有限的资源面前，特别是在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物品面前，依赖“经济人”的理性来对自身欲望的管控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科学而强有力的干预手段，无度的欲望随时会冲破人类理性。只有强化公权力的监管，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

2.5 从“时禁”制度引申出产出控制管理渔业的必要性
通过前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古人渔业管理实践中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在“以时禁发”的生产安排上。古人认为，资源生产只有“顺天之时，约地之利，忠人之和”， 才能“风雨顺，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管子·禁藏》），即人类的生产行为只有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才能实现应有的治理效果，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目标诉求。就目前渔业资源危机的成因来看，主要源自超越资源生长规律的人类无度的索取行为。为此，应将人类的捕捞行为限定在鱼种资源的最大可持续生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极限范围内，即实施产出控制管理模式。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实施了产出控制式的渔业管理，如总可捕量制度和配额制度，有效的遏制了资源衰竭。我国《渔业法》虽然规定了限额捕捞的管理目标，但时至今日仍然未真正落实实施，配额捕捞制度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尽快启动符合我国国情的限额捕捞管理制度，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目标的必由之路。

3 结  语

渔业资源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渔业问题的有效应对关系人民生活质量和渔民社会的稳定。然而渔业资源自身所具有的物品属性以及生态特性等，决定了欲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绝非朝夕易事。只有在遵循资源生态特性的前提下，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在客观科学的立法理念指引之下，采取产出控制和投入控制相结合的基本治理模式，并辅之经济手段的调节（如渔业税费制），以及渔民转产转业、完善渔民社区保障等多项社会保障措施相互配合，才能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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